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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 论

汉代史学家班固在讨论当时各地的风俗时，定义“风俗”称：

“凡民函五常之性，而其刚柔缓急，音声不同，系水土之风气，故

谓之风；好恶取舍，动静亡常，随君上之情欲，故谓 这之俗。”

段话的大体意思是，由自然环境决定的人们的行为和属性，称为

“ 而由统治者的意愿或行为的影响而形成的习惯，则称为

“俗”。二者相加，就是风俗。班固对风俗的解释含有很多科学

合理的成分，但是显然过分夸大了统治者在风俗形成中的作用。

如果将统治者（君上）改换为社会环境，就能更科学地表述风俗

的概念。即风俗是指人们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具体的社会条件

下形成的群体性的生活习尚。

风俗是群体的产物。一个人从生到死，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社会

风俗的包围之中，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风俗的支配。从特定的意义

上来说，人自身就是风俗的产物，正是人们浸润于其间而不自知的

风俗，决定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，并使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的

人群相互区别开来。就普通民众而言，他们大多也是从风俗的视角

来认识不同的国家或民族的。如对于西方人来说，讲到中国人，他

风”；

《汉书》卷二八下《地理志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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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的第一反应很可能是筷子、茶叶和功夫；而日本民族的象征则是

榻榻米、和服及樱花；对于现代中国的儿童而言，肯德基、麦当劳、汉

堡，就是意味着西方。在电视广泛普及的现代，中国的普通民众也

是从肥硕飘逸，酥胸半露的服饰来认识唐朝，从马蹄袖、红顶子和旗

袍来区别清朝的。风俗对于认识社会的重要意义于此可见。

从另一方面来说，不管风俗在社会生活中起了多么重要的作

用，它毕竟是通过具体的人的思想或行为方式体现出来的，如果

抽掉了具体的人，也就无所谓风俗了。人们在强调风俗绵延久长、

无所不在的影响的同时，往往会忽略它的变动不居的特性，低估

人在风俗的发展变化中的作用。与其他一切事物一样，风俗也随

时处在变动之中。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，有些风俗消亡了，有些风

俗发展成了礼仪制度的一部分，而有些则一直在民间传承不绝。

虽然对不同风俗的发生、发展、消亡的原因的解释还非常不充分，

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人在风俗面前并不是完全被动，无所作

为的。中国古人从很早起就已认识到了这一点，如《诗经 关雎》

“序”中就有“成孝敬、厚人伦、美教化，移风俗”的说法。《孝经》中

也称“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。”所谓“移风俗”或“移风易俗”，就是强

调人与风俗的关系中人的能动作用，即摒弃那些妨害人们生活的

陋俗，阐扬有利于人们心智的风俗，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。风

俗史的研究一方面固然是为增进现代人对古代风俗的了解，除此

之外，为移风易俗提供借鉴，应该也是风俗史研究的目的之一。

隋唐五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（公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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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），也是风俗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期。汉魏旧俗和北朝

的胡俗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消化和整合，并在此基础上形

成了许多新的风俗，这些风俗对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风俗产生了

重大影响，有些甚至历宋、元、明、清，影响一直及于现代。就这一

时期社会风俗自身而言，主要有以下几个较为突出的方面。

诗歌对社会风俗的浸润和影响

唐代的诗歌不仅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，也对

这一时期的社会风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诗歌渗透了社会风俗

的方方面面。

唐代的诗歌并不单纯是书斋中的产物，而是生活的一种需

要。唐人喜饮酒，而饮酒则离不开诗。他们将饮酒分为雅、俗两

种，吟诗饮酒为雅饮，又称“文字饮”，仅酒令的形式就有二十余

种之多。唐诗中的许多名篇佳制都是在酒宴上所作。所谓“李

白一斗诗百篇，长安市上酒家眠”，与其说是描写了个人的性格，

倒不如说是表述了一种时代的风俗。

除了饮酒时吟诵唱和之外，这时在庙宇寺院、邸舍旅馆、风

景胜地都备有供人题写诗歌的诗板。不但文人每至一地必先题

诗，一般民众每到一地，也总是要先到这些地方浏览、传钞诗板

上的佳作。乘兴而题，不胫而走，不数日间就可传遍各地。如白

居易旅途中每至一地，必先在壁上寻觅诗友元稹的近作，他在蓝

桥驿馆壁上发现元稹的诗后作诗称“：蓝桥春雪君归日，秦岭秋

风我去时。每到驿亭先下马，循墙绕柱觅君诗。”每到馆驿，即循

墙绕柱观览题诗，由此可知驿壁题诗在唐人文化生活中的重要

意义。

如果说饮食、行旅都离不开诗的话，唐人的婚礼简直可以称

得上是“赛诗会”。在普通民众的婚礼上，有催妆诗、开撒帐合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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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、去行座障诗、去扇诗、咏同牢盘诗、去帽惑诗、去幞头诗、去花

诗、脱衣诗、合发诗、梳头诗、系指头诗、咏下帘诗、下女夫词、障

车词等等，名目繁多，几乎是动必吟咏，无诗不婚。

不仅如此，青楼娼馆也是文人们竞相逞弄文才的场所。娼

馆的墙壁上、妓女的箱箧里，都有狎妓文士留下的诗歌；甚至有

些寻春客还将诗歌题写在妓女的身体上。军将、老粗、妓女，甚

至小偷，各色人等，不管水平高低，有无文采，只要稍识之无，都

要写诗自炫。人们甚至将当时人写的诗画成图画，刺在身上，将

自己作为“行诗图”而炫耀。

从人们对待元稹和白居易诗歌的狂热态度上，可以更典型

地表现出诗歌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“。楚、江淮间洎长

安中少年，递相仿效，竞作新辞，自谓为元和体。“”禁省寺观、邮

候墙壁之上无不书，王公妾妇、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。其缮写模

勒，炫卖于市井，或因之以交酒茗者，处处皆是。”据说，在村落路

旁卖鱼肉者，俗人买要胡绢半尺，士大夫买只须写白居易诗一首

即可。诗歌不仅能换茶、酒喝，而且能换鱼吃。

民间诗歌的丰厚土壤不仅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诗歌

的盛世，也使这一时期的社会风俗渗透了诗的意境，浸润出了诗

一般的社会生活风俗。有两则故事有助于理解唐人及其生活风

俗与诗歌的这种关系。

一是讲上官仪入朝的故事。《隋唐嘉话》记载“：高宗承贞观

（公元 年）之后，天下无事。上官侍郎仪独持国政。尝凌

晨入朝，巡洛水堤，步月徐辔，咏诗云：‘脉脉广川流，驱马历长洲。

鹊飞山月晓，蝉噪野风秋。’音韵清亮，群公望之，犹神仙焉。”

《隋唐嘉话》卷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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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 年）谒见宰则故事称，李白在开元年间（公元

相时，封一板，上面题写“海上钓鳌客李白”数字。宰相问“：先生

临沧海，钓巨鳌，以何物为钩线？”答“：风波逸其情，乾坤纵其志，

以虹霓为线，明月为钩。”又问“：以何物为饵？”答“：以天下无义

气丈夫为饵！”

这两则故事中体现出来的雍雅清逸的意韵和狂傲率真的气

质，反映了唐代社会风俗的充满诗意的特征，而只有在诗歌的国

度里，才有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时代风貌。

音乐歌舞风俗的兴盛

与诗歌一样，音乐歌舞也对这一时期的社会风俗产生了重

要的影响。

音乐舞蹈的兴盛，首先表现在胡乐的流行。这时的胡乐既

有南北朝时遗留的胡乐，也有隋唐时传入的音乐舞蹈。唐诗中

所谓“女为胡妇学胡妆，伎进胡音学胡乐”“，城头山鸡鸣角角，洛

阳家家学胡乐。”表明胡乐在民间的流行程度。众所周知，唐玄

宗本人就是一位非常杰出的音乐家和羯鼓演奏家，据说著名的

“霓裳羽衣曲”就是由他改编而成的。而朝廷重臣及宫廷近侍如

安禄山、武延秀、杨贵妃诸人也都以善长胡旋舞著称。胡乐的影

响遍及宫廷、民间。

在一些隆盛的庆典活动中，往往都要举行大型的文艺演出

活动。唐玄宗有一次在勤政楼举行大酺，楼下万头攒动，笑语喧

哗，以至于无法听见“鱼龙百戏之音”，高力士建议由歌唱家许和

子唱一曲以“止喧”，许和子“撩鬓举袂，直奏曼声。至是广场寂

①参见第一章“饮食风俗”。以下凡正文中讨论过的内容和引用过的资料，

导论中不另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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寂 年），当大若无一人。”又如在唐德宗贞元年间（公元

旱祈雨时，长安东、西街要举行规模盛大的“斗声乐”活动，人们

搭起彩楼，街东、街西各出一人，在彩楼上进行琵琶演奏比赛，而

这种活动的组织和参加者主要都是一般的长安市民。

除了正式场合之外，在一般的酒宴上都有歌伎的表演，当时

官僚的家里，普遍蓄养了歌舞艺人，而皇帝往往也将艺人作为礼

物赠予大臣。而且就像饮酒时要行令作诗一样，唐人饮酒时同

样少不了歌伎侑酒，还流行以酒相属，且饮且歌且舞。这些例证

都表明，这时的音乐歌舞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，在人们的社会生

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。

南北各地盛行的踏歌风俗，更能体现音乐舞蹈风俗的群众

性。劳作之余，青年男女往往要从皓月初升，踏歌到次日清晨。

刘禹锡《踏歌词》“：春江月出大堤平，堤上女郎连袂行。唱尽新

词欢不见，红霞映树鹧鸪鸣。”就是对这种踏歌风俗的生动写照。

而在每年十一月乞寒时，城市的人们更是以坊邑为浑脱队，裸形

体，灌衢路，鼓舞跳跃，挥水投泥，大众一起狂欢。

这一时期的民歌也很发达。吴歈、巴歌、楚调、秦音各领

风骚，而且唐诗中的许多名篇佳作也通过歌舞艺人的媒介作

用，在民间广泛传唱，丰富了民间音乐风俗的内容。由于王维

著名的《渭城曲》的广泛影响，“渭城”甚至成了民歌的代称。

总之，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音乐歌舞风俗如此兴盛的

时期。

胡俗及外来文化的影响

所谓“胡俗”，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，其一指在南北朝时就已

经传入中原的边疆民族的风俗，其二指在隋唐五代时新传入的

边疆民族的风俗。而“外来文化”则是指这一时期从“历史上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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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围以外的国家或地区输入的文化。当中国” 时人不加区

别，将这两种情形都冠以“胡”的名称，如胡人、胡食、胡服、胡乐、

胡俗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外来文化及风俗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方面，一是这一时期

大批外国人涌入唐朝境内，带来了各自的生活风俗；二是大量外

国物品的传入，在丰富人们物质生活的同时，也为他们的生活风

俗增添了新的内容。

在饮食、服饰、居住、商业、医药以及音乐歌舞等不同的社会

生活领域，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边疆民族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。

以医药为例，在唐代，通过外来胡商的兴贩、外国使团的贡献和

唐朝使臣的搜求，大批外来药物传入了唐朝境内。与此同时，还

有许多胡人医生在唐朝各地行医，而外国医师的医术和外来药

物的验方也随之传入，并在社会上广泛流传，最终被载入正式的

药典，成为中华民族医学宝库的一个组成部分。眼科医术、咒禁

术的流行，仙茅方、补骨脂、悖散汤、耆婆汤等外来药品方剂的出

现，都属于这种情况。从胡乐在隋唐时代的流传及演变，可以更

清楚地看出这一时期融合边疆地区及外来文化的轨迹。

隋代将宫廷燕乐分为清商、西凉、龟兹、天竺、康国、疏勒、安

国、高丽、礼毕等九部音乐，到了唐朝初年，去礼毕，增燕乐和高

昌二部，称十部乐。十部乐中，除了清商和燕乐之外，其余八部

都是以地区或国名来命名的。以音乐的来源地命名乐部，表明

这些音乐还带有比较强烈的原产地的特色，没有与中原地区固

①历史上的中国的范围是指“从 世纪 年 世纪代到 年代鸦片战争

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”。见谭其骧《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》，

《长水集续编》，人民出版社， 年版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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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的音乐融合在一起。以龟兹乐为例，因为传入的地区和时间

的差异，甚至有“西国龟兹”“、齐朝龟兹”和“土龟兹”的区别。

年），原来的命名方但是到了开元年间（公元 式逐

渐废止，开始出现了坐、立两部的分类。以演奏方式分类，表明

音乐文化融合的新阶段的到来。到天宝三载（公元 年），唐

玄宗又将五十余首胡名的乐曲名称改为典雅的汉名，如“苏莫剌

耶”改为“玉京春”“，讫陵伽胡歌”改为“来宾引”等等，进一步与

中原固有的文化融合。

到了 世纪时，这些早年传入的音乐舞蹈有许多已经被视

为中原的土产。如胡旋舞和柘枝舞都是由中亚地区传到唐朝的

舞蹈，但是在 世纪初年，白居易就已明确将早年传入的“胡旋

舞”称为“中原自有”的舞蹈，并拿它与新传入的胡旋舞相比较。

他还称骠国传入的音乐“有类中国柘枝舞”。表明早期传入的舞

蹈已完成了与中原文化融合的过程。外来音乐传入及融合的过

程历历可见。

特别应该注意的是，虽然早期传入的音乐舞蹈已与中原地

区的文化融为一体，但是外来文化的源头在唐代始终没有终断，

所以在坐立部分类出现以后，杜佑在《通典》中仍然另立“四夷

乐”，以记述当时外来的音乐舞蹈。

其他如胡食、胡服对唐人饮食、服饰的重大影响，更是耳熟

能详。具体请参见正文，此不赘述。

节日生活的丰富

与前代相比，这一时期人们生活风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节

日和节日假期增多。皇帝的诞节、中和节、降圣节、佛诞节等节

日，都是前代所无，由唐代增设的节日。在盛唐时期，除了休沐

及各种名目的假期之外，仅政府规定的正式节日假期就有 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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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多，这是前代无法比拟的。

节日及假期的增多之外，这一时期的节日生活内容也相当

丰富，饮酒作乐，游赏寻胜之外，在节日期间还有各种游艺活动。

另外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，这一时期的节日食品也相当丰富，

而且几乎每个节日都出现了相对固定的食品，在中华民族节日

风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

，妇女社会生活的多样化

妇女生活状态如何，是衡量社会风俗的一个重要指标。这

一时期的儿童启蒙教育，主要是由妇女在家庭中完成的。这种

情况反映当时妇女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。唐人李华对于当时社

会中“妇人尊于丈夫，群阴制于太阳”的现象痛心疾首，认为这是

“世教沦替”的表现，但即便是这样一位坚持男尊女卑的老人，也

特别强调“妇人亦要读书解文字。”可知妇女接受教育比较普遍，

而且是整个社会的共识。

除了家庭教育之外，当时妇女比较广泛地参与了各种社会

活动。首先在音乐歌舞风俗中，妇女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。不

仅轻歌曼舞离不开妇女的参与，甚至像戴竿这种需要强健体魄

的杂技，主要也是由妇女承担的。在唐金乡县主墓出土的泥俑

中，就有戴竿妇女的形象，而唐代最著名的戴竿女艺人王大娘、

石火胡等，都能戴百尺竿，王大娘的竿上，竟然可以容纳 位表

演者。王建在诗中形容戴竿女艺人表演的情形称“：大竿百夫擎

不起，袅袅半在青云里。纤腰女儿不动容，戴行直舞一曲终。”从

有关资料反映，妇女戴竿并不是个别的现象，这种杂技主要就是

由妇女来表演的。即使在文化倡明，男女平等的现代，妇女戴竿

也是难以想象的，从这件事例可知，柔弱娇矜之类的词句，是不

适合用来形容这一时期的妇女和她们的生活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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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样，初、盛唐风行一时的女子男装和骑马，甚至参与狩猎

的风气，也表明这时的妇女的生活状态比较开放自由。唐代出

现了一些很有名气的女政治家、女将领、女才子、女艺术家，甚至

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武则天，应该说都与妇女

的这种生活状态不无关系。妇女社会生活的多样化，大大丰富

了这一时期社会风俗的内容。

一旦一种社会风俗形成之后，就会产生强大的号召力，对人

们的社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。例如在这一时期，七七斋在民间

广泛普及。玄宗朝宰相姚崇临死时，遗嘱称佛教风俗为民生之

“大弊”，叮咛子孙要遵从儒家“正道”，不得以佛法营葬，但他同

时又说“：若未能全依正道，须顺俗情，从初七至终七，任设七僧

斋。”虽然明知七七斋追福是诳人的“虚谈”，但最终还是从“须顺

俗情”考虑，任由设置斋会。宰相如此，一般民众可知，社会风俗

对人们生活影响之大，于此可见。

社会风俗不仅会对个人的行为方式产生重要影响，而且对

传统的礼仪制度也会造成严重的冲击和影响。如果说社会风俗

是一种自发的群体行为取向的话，礼仪制度就是由政府制定的

政策法规对人们行为的强制性的规范。从隋唐五代的风俗史实

来看，当一种风俗形成之后，往往会与原有礼仪制度发生冲突，

并遭到统治者的禁止，但是当它一旦真正赢得了大众之后，就有

可能被统治者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，纳入礼制的范畴，从而成

为礼仪制度的一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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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寒食祭扫，最初受到强烈反对和禁止，将它与“临丧嫁娶”

和“送葬欢饮”的民间风俗相提并论，唐高宗曾在龙朔二年（公元

年）专门颁布诏令，禁止寒食上墓祭扫，称“寒食上墓，复为

欢乐，坐对松槚，曾无戚容。既玷风猷，并宜禁断。”但是寒食拜

扫风俗广泛普及，一直无法禁止。于是唐玄宗在开元二十四年

年）最终向这种风俗妥协，将它正式编入（公元 礼典，成为朝

廷礼制的组成部分。敕令中称“：寒食上墓，礼经无文，近世相

传，浸以成俗。士庶有不合庙享，何以用展孝思？宜许上墓，用

拜扫礼，于茔南门外，奠祭撤馔讫，泣辞，食馀于他所。不得作

乐。仍编于礼典，永为常式。”这样寒食祭扫由俗而礼，成为受政

府制度保障的礼俗。不仅规定文武百官可以在寒食假期内出城

扫墓，祖先墓地在外州者，还可以享受扫墓假，返乡拜扫。往返

行程，可以提供“公券”，享受“乘驿”的待遇。

关闭坊市北门祈晴的风俗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过程。这种

风俗大概兴起于唐朝初年，如唐中宗景龙年间（公元

年），洛阳连雨一百多天，关闭坊市北门祈晴，给行旅造成很大的

麻烦。当时宋务光曾对这种做法提出严肃批评，指出它是一种

“后来之浅术”，不足为训。这种祈晴方式虽然并不灵验，但也一

直遵行不废。到了宝历二年（公元 年），偶而祈晴应验，京兆

尹刘栖楚上表，建议“今后每阴雨五日，即令坊市闭北门，以禳诸

阴。晴三日，便令尽开，使启闭有常，永为定式。”唐敬宗同意了

他的提议，于是祈晴这种遭到众人反对的风俗，也演变成了具有

强制性的规章制度。

檐子（即肩舆）流行的过程，提供了另一例典型的证据。在

唐朝初年，规定官员家属出行必须戴羃 、乘车，以免路人窥视。

但是在比较开放的社会风气之下，这一规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第 12 页

贯彻。唐高宗咸亨二年 年），朝廷下诏称“：百官家口，（公元

路之间，岂可全无障蔽。咸预士流，至于衢 比来多着帷帽，遂弃

，曾不乘车，别坐檐子羃 。递相仿效，浸成风俗，过为轻率，深

失礼容。前者已令渐改，如闻犹未止息。”可知在此之前，妇女们

就戴上了帷帽，并走出车舆，坐进了檐子。而且这种深失礼容的

出行方式已经蔚然成风。这种风俗流行多年以后，到了文宗太

年），朝廷下制“妇人和六年（公元 本合乘车，近来率用檐子。

事已成俗，教在因人。”在承认乘坐檐子合法的同时，在制度上进

行了规范，规定不同品级的命妇乘坐规格不同的檐子，而“胥吏

及商贾妻，不得乘檐子”。早年流行于民间的檐子，成为等级制

度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从隋唐五代社会风俗的发展演变中，可以看到社会风俗的

以下几个特点。首先，一种社会风俗的流行，往往会与原有的道

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相矛盾，并遭到统治阶级或主流意识形态的

反对。其次，社会风俗一旦形成之后，行政禁令往往显得非常无

力，如盛行于唐代的厚葬风俗，尽管朝廷一次次颁布禁令，但总

是愈禁愈烈。再次，在社会风俗面前，统治阶层有时会在实际行

动上做出让步，如隋文帝对待阴阳葬法的态度就是如此；有时也

会将民间风俗纳入封建礼制的范畴，如上文诸例即是。最后，还

应当看到，统治者并不是完全被动或全盘地吸纳民间社会风俗

的内容，而是有选择地吸收，并使民间风俗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

要求。如上文所举，在允许寒食祭扫的同时，禁止寒食期间的宴

乐风俗；在接受檐子的同时，对这种风俗附加了一整套等级制度

的内容等等，都是显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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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章 　　饮 食 风 俗

隋唐五代饮食风俗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特点，主要表现有以

下几点，一是不同地区的饮食风俗存在着较大的差别，一是不同

阶级或阶层的饮食风俗各具鲜明的特色。此外，外来食物及其

食用风俗的影响，也大大丰富了这一时期饮食风俗的内容。较

之前代，隋唐五代时期饮食风俗中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，如饮食

原料和食用方法的增加、各种名目繁杂的宴会的增多、节日饮馔

的进一步固定化、合食制的出现以及饮茶风俗的普及等等，这些

内容在中国古代饮食风俗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第一节　　饮食结构

隋唐五代饮食结构可以分为南北两个大的区域，南方以长江流

域为中心，着重食稻米；北方区以黄河流域为中心，以面食为主。

柳宗元在劝说友人放弃“服气”的书信中称“：愿椎肥牛，击大

豕 刲群羊，以为兄饩。穷陇西之麦，殚江南之稻，以为 明兄寿。”

《与柳睦州服气书》，《柳河东集》卷三二“书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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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道出了南北饮食结构中主食的稻麦之异。据统计，在《太平广

记》摘录的唐人笔记 次，除了中，涉及到北方地区饮食共有

次没 次，稻米 次，次中，面食有记载食品种类外，在其他

粟米 次，面食在北方的饮食结构中占据了最重要的次，麦饭

地位 。北方嗜面可以举河东（约当今山西地区）为例，据称：

“河东并（治今山西太原）、代（治今山西五台）人喜嗜面，切以吴

刀，淘以洛酒，漆斗贮之，击鼓集老幼，自以多寡取之至饱。”

北方不同地区的饮食也有一定的区别，如山东重粟，西北地区多

面，而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地区的稻米，则多于北方其他地区。

江南是隋唐五代稻米的主要产地，也是主要食用稻米的地

区“。江南之俗，火耕水耨，食鱼与稻，以渔猎为业，虽无蓄积之

资，然而亦无饥馁” “，食鱼与稻”就是唐朝初年人们对江南饮

食的认识。唐代苏州与常州向朝廷贡献的土产有大小香粳，湖

州土贡有糯米，婺州有赤松涧米、香粳。从这些贡品可知，江南

出产的优质稻米很受长安宫廷的欢迎 。

与北方饮食中有稻米一样，面食在南方也并不罕见。唐玄

宗天宝二年（公元 年），鉴真和尚第二次东渡日本，从扬州出

海前，他在船上装备了一百多人食用的“海粮”，其中主食有落脂

石，红绿米 面 石，干胡饼两车，干蒸饼一车，干薄饼一万

等⑤，他所携带的食物可以作为隋唐五代江淮地区饮食结构的

黄正建《敦煌文书与唐五代北方地区的饮食生活（主食部分）》，《魏晋南北

朝隋唐 辑。史资料》第

《云仙散录》“吴刀切面”。中华书局 年版。

《隋书》卷三一《地理志》下。

《新唐书》卷四一《地理志》五。

真人元开著，汪向荣校注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，第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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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。

这一时期的副 年），食非常丰富。唐开元十四年（公元

睿宗第四子岐王李范去世时，在他的墓穴内放置了“千味食”，监

护使裴耀卿认为过于奢华，上奏请求适当减省，称“：尚食所料水

陆等味一千余种，每色瓶盛，安于藏内，皆是非时瓜果，及马、牛、

驴、犊、獐、 。天宝年间（公元鹿肉，并诸药酒三十余色”

年），诸公主竞相向唐玄宗进食邀宠，玄宗专命宦官袁思艺

为检校进食使，每次进食，都有“水陆珍羞数千盘，一盘费中人十

家之 ，可知所谓“千味食”，并不仅仅是虚饰之词。虽然这产”

都只是皇室享用的食物，但从中也可反映出当时的副食品种是

很繁富的。

与主食一样，副食的南北差异也很明显。最突出的区别是

南方主要以鱼虾类水产品为主，而北方则以肉酪类畜产品为主。

唐武则天圣历三年（公元 年），朝廷下令禁止屠杀，凤阁舍人

崔融上奏反对，称“：江南诸州，乃以鱼为命，河西诸国，以肉为

斋。一朝禁止，倍生劳弊。富者未革，贫者难堪。” 反映了在

当时人的思想中，南北副食的最基本的区别。另有一则故事称，

五代南唐人宋齐丘与北方使者饮宴，席间行酒令，规定互食两种

南北流行的食物，并互用南北俚语将所食之物表达出来。北方

使者形容南方食物称“：先吃鳝鱼，又吃螃蟹，一似拈蛇弄蝎。”宋

齐丘应声回答“：先吃乳酪，后吃乔团，一似噇脓灌血。” 虽然在

《南部新书 癸（。丛书集成初编本）

《明皇杂录》“补遗”；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一六天宝九载。袁思艺，《资治通鉴》

作“姚思艺”。

③ 《唐会要》卷四一“断屠钓”。

④ 《蟹谱》下篇“令旨”，宛委山堂本《说郛》 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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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相互的对答中不无讥讽之意，但还是形象地表明了南北饮

食的差异。又，五代时人孙承佑 年）以奢侈著称（公元

于史，他设家筵待客，席中水陆毕备，有“南之蝤蛑，北之红羊，东

之虾鱼，西之嘉栗”，他非常自豪地称自己的餐桌上“富有小四海
，

蛑就是俗称的梭子蟹。这些发生在官私宴矣 会上的故

事，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当时人对各地区副食不同特点的认识。

鱼肉之外，南北食用蔬菜的习惯也有较大差异。安史之乱

以后，高力士被流贬到巫州（治龙摽，今湖南洪江市附近），见山

野中多荠菜，而当地人不知食用，感慨系之，赋诗称“：两京称斤

卖，五溪无人采。夷夏虽有殊，气味应不改。” 导致这种差异

的原因，已不是南北物产的不同，而是南北传统饮食风俗的

区别。

以上所说南北区别，只是就其最一般的特点来说的，其实南

方的巴蜀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，以及岭南地区与南方其他地

区在饮食风俗上也有很明显的差别，而同属于北方区的草原地

区与农耕地区，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在饮食上的差别就更为悬

殊了。唐人房千里曾在岭南生活，而他的父亲则到过北方草原，

他在《投荒杂录》中记录了对当时南北及城乡各地的饮食差异的

认识，对了解这一时期饮食的差别有重要的意义，此具引如下：

琼管夷人食动物，凡蝇蚋草虫蚯蚓，尽捕之入截竹中炊

熟，破竹而食。顷年在广州番坊，献食多用糖蜜脑麝。有鱼

俎，虽甘香而腥臭自若也。惟烧笋一味可食。先公至北虏，

①

②
。

。”①蝤

《清异录》卷四“小四海”（。丛书集成初编本）

《明皇杂录》“补遗”。



第 17 页

日供乳粥一碗，甚珍。但沃以生油，不可入口。谕之使去

油，不听。因绐令以他器贮油，使自酌用之，乃许。自后遂

得淡粥。大率南食多咸，北食多酸，四夷及村落人食甘，中

州及城市人食淡。五味中只苦不可食 。

一般而言，隋唐五代人们的日常饮食多为早、中、晚三餐。

早餐多为粥与馎饦（或糕饼）；中餐以干饭为主，主要为粟米饭、

稻米饭、 等，晚餐多为汤饼与煎饼 。

一、主食

这一时期人们的主食主要为饼与饭。隋唐五代“饼”的概

念，较之现代要宽泛得多，它不仅包括了现代的饼，也包括了今

人所称的馒头、面条、包子等食品。而饭则以稻米饭、粟米饭和

雕胡饭等为主。此外，这时流行的主食还有 、馄饨、饺子等

裹馅的食品， 饼等油炸食品以及类似现代汤面条、 的

“汤饼”。

（一）胡饼 古楼 蒸饼

宋代人黄朝英在考察前代“汤饼”称谓时，曾对“饼”进行了

讨论，称“：凡以面为食具者，皆谓之饼，故火烧而食者呼为烧饼，

水瀹而食者呼为汤饼，笼蒸而食者呼为蒸饼，而馒头谓为笼饼宜
，

矣。 扼要而清晰地点明了宋代以前“饼”的含义。

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“广东下”，《四部丛刊》第 册（稿本第 册）第

页引。

教煌文书与唐五代北方地区的饮食生活（主食部分）》，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

资料 辑。又，据《中朝故事》记载“，杜悰日常五餐以为常，或一日之费

皆至万钱，夜间亦是一食。（”丛书集成初编本）这种情况应该属于特例。

《靖康缃素杂记》卷二“汤饼”（。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）

、

子·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